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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艺谋民俗电影在国内及北美传播中的文化误读
李　 静

摘　 要： 张艺谋民俗电影在国内和北美均受到文化误读。 国内后殖民批判批评张艺谋民俗电影 “自我

东方化”， 以呼应文化民族主义； 北美影评趋于政治解读， 推崇其文化对抗。 对张艺谋民俗电影的主观误

读， 凸显了误读背后的审美意识形态。 张艺谋民俗电影成为表征文化利用的影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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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第五代” 导演代表， 张艺谋较早在海外形成美誉度和影响力， 其第一部执导影片 《红高粱》
获柏林电影节 “金熊奖” 而受全球关注， 《红高粱》 得以在海外电影市场广为传播。 其后， 张艺谋成为

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导演， 所执导影片大部分走出国门， 实现海外文化传播。
北美电影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电影市场， 历来是各国电影 “必争之地”。 张艺谋多数影片在北美市

场放映。 据长期研究中国电影北美市场传播的陈林侠教授考证， 截至目前， 张艺谋共执导 １９ 部作品，
除 《代号美洲豹》 《有话好好说》 《山楂树之恋》 未能在北美上映之外， 张艺谋共有 １６ 部作品进入北

美市场， 遥遥领先于内地其他导演 （陈凯歌、 冯小刚、 贾樟柯各仅有 ４ 部）， 成为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

的风向标。［１］

一、 国内评价与北美接受迥异的张艺谋民俗电影

一般认为， 张艺谋早期电影 《红高粱》 《菊豆》 《大红灯笼高高挂》 三部影片较多融入如 “颠轿”、
“野合”、 “染坊”、 “红灯笼” 等中国民俗元素而被称为 “民俗 ／ 伪民俗” 电影， 且这三部影片引起极大

反响和批判， 故本论主要聚焦于对这三部民俗电影的文化误读问题。
这三部民俗电影， 一个凸显问题是国内外评价迥异。 在国内， 这三部影片均不同程度受到评论界的

“后殖民” 批判。 国内后殖民批判兴起， 始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弗雷德利克·詹姆逊在北京大学的一

次演讲。 其后， 后殖民批判作为一种文艺思潮， 在国内电影批判中广泛运用。 张艺谋这三部影片播映

年份， 适逢后殖民批判最为鼎盛时期， 又因其民俗因素及寓言形态为后殖民批判提供了最为鲜明的标

识， 故张艺谋成为国内后殖民批判的典型。
对张艺谋民俗电影的后殖民批判， 主要观点认为其通过输出并不真实的负面中国形象， 迎合西方

价值观下的西方视阈， 使民俗电影成为西方印证东方主义式刻板中国形象的后殖民文化工具。 许多知

名学者对此发声。 如王干对 《大红灯笼高高挂》 旗帜鲜明地提出： “大红灯笼为谁而挂？ 民俗的制造是

为了迎合西方观众对东方的阅读需要”；［２］ 张颐武则认为张艺谋民俗电影中的民俗元素， 强化了海外受

众的猎奇性： “张艺谋式的 ‘窥视’ 既把 ‘中国’ 用 ‘民俗’ 和 ‘美的空间’ 划在了世界历史之外，
又用 ‘情节剧’ 式的对被压抑的欲望和无意识的精心调用将 ‘中国’ 召唤到世界历史之中。” ［３］ 王一川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规划课题 “基于北美动态数据库的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及其竞争力研究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
（ＧＤ１５ＣＺＷ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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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张艺谋神话的终结》 中认为， 张艺谋的民俗电影 “不言焦虑， 不谈危机， 不论拯救， 而只想潇洒

走一回， 按西方大师的规范去拍片、 去争取获奖”， “在这种寓言性文本中， ‘中国’ 被呈现为无时间

的、 高度浓缩的、 零散的、 朦胧的或奇异的异国情调。 这种异国情调由于从中国历史连续体抽离出来，
就能在中西绝对差异中体现某种普遍而相对的同一性， 从而能为西方观众理解和欣赏。” ［４］ 即使多年之

后， 戴锦华在 《雾中风景： 中国电影文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中依然认为 《红高粱》 “以麦茨所谓的叙事的

‘历史式’ 呈现， 引入了历史 ／ ‘他者’， 认可了父亲的 ‘规矩’， 这是粗眉毛姿态的逆转” ［５］ ， 而 《菊

豆》 《大红灯笼高高挂》 是 “对认同 ／ 误读的认同。 西方文化 ／ 欧洲电影节评委们的趣味成了张艺谋电影

的先决前提” ［５］（２２１） 。
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最初几年， 张艺谋民俗电影成为 “众矢之的”， 从各个层面展开的后殖民批判汹

涌而来。 综而述之， 这些后殖民批判认为张艺谋民俗电影以一种 “自我东方化” 文化策略迎合西方话

语的他者视阈， 以中国落后、 陈旧的民俗 ／ 乡土中国形象印证了西方文化优越感。
虽然张艺谋民俗电影在国内遭受猛烈地后殖民批判， 却丝毫没有妨碍其走出国门在北美市场 “叫

好又叫座”。 在票房上， 《菊豆》 北美票房 ３８３􀆰 １３ 万美元， 在北美 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ｍｏｊｏ 票房数据库 １７８０ 部外语

片中位列第 ２１１ 位； 《大红灯笼高高挂》 北美票房 ５０９􀆰 ３２ 万美元， 在外语片中位列第 １４８ 位；［１］ 《红高

粱》 因故没有留存票房数据， 作为张艺谋第一部在欧洲三大 Ａ 类电影节获最高奖从而打开海外市场的

影片， 其票房能力与其后的 《菊豆》 和 《大红灯笼高高挂》 应不相伯仲。 能在北美市场 １９８０ 年以来 ３０
多年近 １８００ 部外语片中票房均排在前 ２００ 位左右， 不能不说， 张艺谋民俗电影取得一份相当靓丽的票

房成绩。 与此同时， 张艺谋民俗电影在北美影评中也口碑较好。 在北美最知名的两家影评网站 Ｔｏｍａ⁃
ｔｏｍｅｔｅｒ 和 ＩＭＤＢ 上， 《红高粱》 评分分别为 ７􀆰 ６ 和 ７􀆰 ５ 分， 《菊豆》 分别为 ８􀆰 ３ 和 ７􀆰 ８ 分， 《大红灯笼高

高挂》 为 ８􀆰 ４ 和 ８􀆰 ２ 分， 可谓反响颇佳， 甚至有评论家如此盛赞 《红高粱》： “张艺谋的 《红高粱》 让

人大喜过望。 他的形象迷醉了你的眼睛， 他的声音是来自于栩栩如生世界的滋补品。 你在他的艺术盛

宴上如此迷醉， 以致于担心怎么开车回家”。［６］ 张艺谋民俗电影在北美市场受到追捧， 与国内的后殖民

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二、 张艺谋民俗电影的北美评价

国内评论对张艺谋民俗电影后殖民批判虽然猛烈， 但面临一个致命缺陷， 即其批判话语建立在主

观臆测基础之上， 没有真实的西方评论支撑。 几乎所有后殖民批判话语都在重复一个判断： 张艺谋民

俗电影在西方的成功， 归因其以落后、 封闭的民俗 ／ 乡土中国迎合西方的东方视阈， 西方人因在张艺谋

电影中看到落后、 愚昧的民俗 ／ 乡土中国从而产生文化优越感， 才喜欢上张艺谋的民俗电影。
事实是否如此， 需要回归到张艺谋电影的海外影评， 看西方人对于张艺谋电影的真实评价。 虽然对

张艺谋民俗电影中抽离时空 “寓言化” 策略在国内后殖民批判中被认为刻意给西方呈现一个固态化他

者形象， 但西方影评显然并不支撑这一观点。 比如对电影 《红高粱》， 《纽约时报》 影评人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ａｎｂｙ 指出： “虽然这是一个寓言， 但观点仍然是社会现实主义电影。” ［７］显然， 西方人相较寓言化解读，
更看重影片内容的社会现实关联和指涉。 这一点， 同样得到 Ｈａｌ Ｈｉｎｓｏｎ 的印证， 《华盛顿邮报》 知名影

评人 Ｈａｌ Ｈｉｎｓｏｎ 是如此看待 《红高粱》 的： “ ‘红高粱’ 给予我们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感觉———一种财

富和贫困的感觉。 电影制作的成熟和不成熟的写作之间的对比绝没有如此显著。 ‘红高粱’ 在政治上而

非戏剧性上有所发展”。［８］ 《纽约时报》 影评人 Ｃａｒｙｎ Ｊａｍｅｓ 对张艺谋的定位是： “正如他在 ‘红高粱’
里， 一种意象派的浮华但非常说教的方式， 关于一个年轻的寡妇 （巩俐， 也扮演了菊豆） 和她酒厂里

的工人， 在这里张是一个社会批评家”。［９］ 也就是说， 西方人把张艺谋首先看做是一个社会批评家， 其

次才是一个寓言制造者。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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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菊豆》， 西方人读解重点更体现得淋漓尽致。 《纽约时报》 影评人认为： “ ‘菊豆’ 是在压抑

的、 后天安门广场事件时期， 被大胆的、 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电影制作人制作的最初的一批电影之一。
他的故事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结束于 ３０ 年代， 张使其安全地位于前共产主义时期， 然而他对中国

古老传统的批评， 古老传统迫使菊豆的绝望清晰地回响在 ２０ 世纪的中国历史中。” ［９］ 《芝加哥太阳报》
特约影评人 Ｒｏｇｅｒ Ｅｂｅｒｔ 毫不隐晦地指出： “ ‘菊豆’ 的结局就像詹姆斯·波所构思或布努埃尔所拍摄的

一些影片一样可怕并耸人听闻， 显示出正义完全被怜悯所超越， 但在这种血淋淋的结局出现以前， 中

国审查官员已经决定压制由一个强悍的年轻人张艺谋所执导的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中国被压制， 但

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 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之前， 就已经荣获戛纳最佳导演奖和芝加哥金雨

果奖， 回击了中国官方反对意见。 中国电影企业 （当权派） 为什么对 ‘菊豆’ 如此反感 （具有攻击

性）？ 因为这会让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政治寓言， ……可恶的男孩作为红卫兵的象征。 但中国可能很容易

被性所冒犯， 性对中国电影和清教徒式的社会来说是太过直率。” ［１０］

而对 《大红灯笼高高挂》， 影评人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ｒ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ｉ 观点鲜明： “中国政府不赞成 ‘大红灯笼高高

挂’， 只要你看一看这个简单而有效的表面故事， 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 正如它所构成的， 这部电影可

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社会腐败的寓言。 颂莲是个体， 族长是政府， 家庭规定是国家法律。 这是一个古

老的系统， 奖励那些在规则中服从的人， 摧毁那些违反规则的人。” ［１１］

由此可见， 西方人对张艺谋民俗电影关注重点显然不是国内后殖民批判所谓的落后、 封闭的民俗 ／
乡土中国， 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优越感， 而是张艺谋民俗电影中所体现的政治 ／ 意识形态意味。 张艺谋

民俗电影中的 “我奶奶”、 “菊豆”、 “颂莲” 在西方人眼里化身为面对政治 ／ 意识形态压制奋力抗争的

英雄。 更重要的是， 这种政治 ／ 意识形态对抗引申出张艺谋在中国政治 ／ 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中的对位

阅读。 在这种对位阅读中， 张艺谋本人也被形塑成英雄， 成为西方人眼中敢于挑战电影审查及国内主

流意识形态钳制， 通过寓言化处理从而隐晦呈现中国人真实生存境遇的文化英雄。 所以， 无论对张艺

谋本人， 还是张艺谋民俗电影中的角色， 西方人的视阈和言说重点未曾游离政治 ／ 意识形态对抗这一基

点。 甚至张艺谋电影视听语言上的革新在西方影评人中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ａｎｂｙ 就明确表

示： “我没有办法确切知道为什么这些电影被看做突破。 从国际电影的背景来看， ‘红高粱’ 不足以是

对事物真谛的领悟。” ［７］所以， 张艺谋民俗电影的成功在西方人看来， “应更多归功于影片的历史背景，
而不是电影本身的特质”。［１２］

三、 文化误读： 被利用的电影文本

对张艺谋民俗电影， 国内评论和北美评论显然侧重点不同， 国内后殖民批判认定张艺谋民俗电影

以 “自我民俗化” 乡土中国迎合西方话语， 北美影评却更看重张艺谋民俗电影中的政治 ／ 意识形态意

味， 把张艺谋看做挑战中国电影审查及主流意识形态钳制的文化英雄， 推崇其文化对抗。 对此， 张艺

谋本人坚决予以否认。
对国内后殖民批判， 张艺谋说： “从 《红高粱》 开始， 我就受到这种指责， 认为我专拍中国的阴暗

面和落后的东西， 我不这么认为。 说我的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 那么是拍给哪一个外国人看？ 外国

人太多了。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 外国人有不同的种类， 喜好也不相同。 据我所知， 要迎合外国人

是不可能的。 像我这样一句洋文也不懂， 对外国人根本不了解， 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要看什么，
那么我怎么拍？ 拍给谁看？ 我执导这几部电影， 从接触剧本到拍摄， 我们都只是考虑中国观众的接受

心理， 考虑中国观众会怎么看这电影， 而根本没有要迎合外国人的意思。” ［１３］ 在多次相关访谈中， 张艺

谋均对后殖民指责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认为这是对其电影严重的文化误读。
对于西方的政治化解读， 张艺谋也坚决抵制。 这一点在 １９９９ 年戛纳电影节退赛事件中充分显露。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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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该年度戛纳电影节主席的雅各布对张艺谋 《一个都不能少》 略有微词， 认为该片有替政府宣传之

嫌。 张艺谋对此极其愤怒， 不仅从电影节撤出 《一个都不能少》， 同时也把 《我的父亲母亲》 撤出了电

影节竞赛单元， 并发表 《给雅各布的一封信》， 信中说： “我觉得您对这两部电影有很严重的误读， 这

种误读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对于中国电影， 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 ‘政治化’ 的读解： 不列入

‘反政府’ 一类， 就列入 ‘替政府宣传’ 一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偏见。” ［１４］ 可见， 张艺

谋对西方的政治化解读有着清醒认识， 但这份清醒， 并不意味着张艺谋对政治化解读的认同或者投合。
无论对外还是对内， 张艺谋多次表达自己拍电影是本着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艺术直觉和情感， 不迎

合任何理论或话语。 实际上， 张艺谋对自己的电影有着鲜明的艺术理念和精神追求。 虽然从接受美学

角度讲， 创作者本人的意愿仅是解读其作品意蕴的方向之一， 作品一旦生成， 便获得自己的生命力，
具有了开放式意蕴结构， 但这并不意味可以不着边际地解读， 即使作品的解读开放和多元， 创作者的

初衷却依然是限定解读视阈的 “锚”， 在一定程度上限定着解读空间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过分偏离的

解读具有 “过度阐释” 的危险。 事实上， 国内后殖民批判和西方的政治读解已经构成对张艺谋民俗电

影的 “过度阐释” ／ 误读。 比如对于 《红高粱》， 张艺谋说当初之所以看重莫言的小说， 就是 “觉着小

说里的这片高粱地、 这些神事儿、 这些男人女人， 豪爽开朗， 旷达豁然， 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

和活力， 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１５］ 拍摄 《红高粱》， 也是有感于 “咱们穷归穷， 可人穷

志不能短， 往全世界几百个民族跟前一站， 精神气儿得搁在那儿！ 咱们跟洋人比， 只不过个头儿低点

儿， 穿得差点儿， 可要让人觉得咱们中国人气质挺棒， 挺有魅力。 人创造艺术， 就是想对世界、 对人

生发言。” “之所以把它拍得轰轰烈烈、 张张扬扬， 就是想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 表达 ‘人活

一口气， 树活一张皮’ 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 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 这种生命态度是很需要的。
老百姓过日子， 每日里长长短短， 恐怕还是要争这口气。 只有这样， 民性才会激扬发展， 国力才会强

盛不衰。” ［１５］（３６０）从张艺谋的自我表述看来， 对其电影的读解， 无论是国内后殖民批判还是西方的文化对

抗说， 都无疑是南辕北辙， 距离不可以道里计。
那么国内或者西方， 为何热衷于对张艺谋民俗电影进行 “过度阐释” 或者主观误读呢？ 一切还是

要回到张艺谋执导这三部民俗电影的年代， 只有沿着年代的社会痕迹， 才能看到这种误读背后的文化

意味。
张艺谋推出 《红高粱》 《菊豆》 《大红灯笼高高挂》 的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众所周知， 正是国际

和国内社会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一方面， 国际上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引发的剧震， 直接导致冷

战结束， 后冷战时代开启， 国际话语焦点开始由政治过渡到文化， 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重建》 作为一个符号， 标示了新的时代气息。 随着西方文化强势介入， 东方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重

新抬头， 开始对以美国为首的 “文化渗透” ／ “文化殖民” 保持足够的警惕， 同时大力发扬本土传统文

化价值， 重建民族文化认同坐标。 另一方面， 就我国国内而言，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的那场政治风波， 以及其

后相继发生的 “银河号” 轮船受辱、 南联盟中国大使馆被炸等事件， 也使国内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

情绪， 《中国可以说 “不” 》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等图书的热销就是鲜明佐证。
站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看待张艺谋民俗电影的文化误读， 逻辑清晰明了。 与国内后殖民批判的

“寓言” 判断一致， 西方影评人确实把张艺谋的民俗电影作为 “寓言” 读解， 但读解重点和切入角度却

明显不同于国内后殖民批判的主观臆测。 对于美国人为何会喜欢张艺谋的民俗电影， 美国韦伯州立大

学教授格雷格·刘易斯这样总结： “美国人提高对中国的兴趣始于 １９８９ 年 ‘北京之春’， 其后发生的

‘天安门事件’ 仅是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如何描述自身生存社会的好奇心。 美国报纸或电视

台满足这种好奇心的办法就是审视艺术和艺术家， 当然也包括电影艺术家。 因而 《菊豆》 和其他一些

表现个体与传统势力对抗的中国电影， 在美国各地大学受到了欢迎”。［１２］ 格雷格·刘易斯认为， 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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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电影在西方受到欢迎， “应更多归功于影片的历史背景， 而不是电影本身的特质” ［１２］ 。
而国内后殖民批判对于张艺谋民俗电影的误读， 正是呼应了当时那个民族主义群情激昂的年代。

传统文化的发扬， 民族认同的重建， 在上世纪的 ９０ 年代， 是最为核心的理论命题， “国学热” 重启，
“新儒学” 繁盛， 都认证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国人重建身份认同的迫切感。 而张艺谋

的民俗电影， 因其影像内容的乡土中国呈现与这份强烈的认同意愿相悖而行， 自然也就成为当时文化

批判最为鲜亮的标靶， 国内影评人把一份对西方话语的警惕和重建民族文化认同的急切一股脑注入到

对张艺谋民俗电影暴风骤雨般的批判里。
于是， 张艺谋民俗电影， 无论在西方视阈还是东方视阈， 无论是政治解读还是后殖民解读， 都在张

艺谋初心之 “锚” 下滑行渐远， 最后成为一幕幕主观文化误读下 “被利用的电影文本”。 借用格雷格·
刘易斯的话， 张艺谋民俗电影的 “捧” 与 “骂”， 皆可归因于 “影片的历史背景， 而不是电影本身的特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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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ｏｕ’ 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ｉ 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ｏｕ’ 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 ｓｅｌ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ｅｃｈｏ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ｔ ｏｆ ｅｍｐｈａ⁃

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ｒ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ｏｕ’ 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Ｘｉａｎｇ Ｙｕ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Ｓｈｕ－ｍｅｉ

Ｓｈｉｈ，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ｈｅ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ｈｉｈ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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